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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dia Victimization 
唐淑莊 
 
在過度現代化的風險社會中（Beck, 1992; 1999; Douglas, 1992; Douglas and  
Wildavsky, 1983; Giddens, 1990）， 人面對逆境或不明朗的情況，卻不能完全預
測未來的災禍（Beck, 1999; Furedi, 2006），人人都有機會成為天災、疫症、意
外中受害人，甚至是罪案或其他不合法活動或社會問題（例如歧視）中的受害
人（Karmen, 2007） 。 
 
在犯罪學上，受害化（Victimization）一詞與受害者和罪案有密切的關係（Elias, 
1986）。受害化存在於犯罪者與受害者之間，在這種人際關係中，犯罪者迫使
受害者去扮演某一特定的角色，受害者可以是犧牲者、失敗者、奴僕等，是一
種不對等的關係（Karmen, 2007）。受害化跟媒體有着密切的關係。媒體是公眾
認知社會問題的重要資訊來源（Elias, 1986），媒體呈現受害者於不同場景及議
題下，例如種族歧視（Dixon and Linz, 2000）、天災（Davis and French, 2008）、
謀殺 （Foss, 2006）等。媒體透過敍述未發生或將會發生的事情，建構不明朗的
將來及當中所涉及的風險，把公眾受害化。就以二零一五年七月公共屋邨鉛水
污染事件為例，政府及承建工程機構就像犯罪者般，迫壓相關的公屋住戶成為
受害者；而媒體更報導了全港其他公共屋邨也可能受鉛水污染，全港其他公屋
住戶也可能是鉛水污染受害人，區議員都四出抽驗所屬區域的公屋食水，傳媒
告知大家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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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圖 片 來 源 ： http://www.hket.com/eti/article/9e52dcae-a742-4c5b-9f10-f2fcf4276259-
703111?sectionId=005） 
過 去 有 關 風 險 及 恐 慌 的 研 究 ， 就 曾 針 對 公 共 事 務 廣 播 （ public services 
announcements）及新聞記敍（news narration）這兩種公共論述作資料分析（e.g., 
Dillard et al., 1996; Russell and Babrow, 2011; Sheer and Chen, 2008）。政府機構製作
的公共事務廣告主要是發放關乎各階層市民的公共資訊（Wong, 2005），新聞
報導則敍述社會中不同的問題（Russell and Babrow, 2011）。概括而言，媒體受
害化（media victimization） 是一個過程，當中媒體呈現具體的內容，把風險圖
像化，公眾能從媒體中得悉與其相關的風險。媒體呈現的畫面能牽動公眾的情
緒（sensationalized representation），甚至表達恐慌（fear）。媒體能利用疑惑或
恐慌來傳遞訊息，甚至加強訊息的說服力，加劇媒體受害化的程度（Elias, 
1986）。以香港為例，本地報章中的「論壇」、「意見和投訴」、「編輯信
箱」等都涵蓋了專家、意見先導者、市民大眾所撰寫的文章或所發表的意見，
反映了各階層市民所關注的議題，市民能預視與自己相關的風險，並分辨自己
是否有機會成為受害者（Tong & Du, 2014）。 
以上提及的兩類公共論述的內容（公共事務廣播、新聞記敍），通常分別由政
府、非政府單位製作，公共事務廣告由政府部門製作，政府透過公共事務廣告
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去公告一系列制度（institutionalized practices），以解決相關
的問題、推廣解決問題或預防問題的方法，例如清拆僭建物、預防傳染病；而
報章投稿則多為非政府單位（如意見領袖、專業人士、市民或記者）所撰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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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各階層的人士提出及反映問題，要求相關機構改善管治，尋求更好的方法
去解決問題。綜合而言，在公共論述中不難找到對受害人的描繪，當中談及未
發生或將會發生的事情，通常都需要進一步釐清某關係或規則，敍述者就是期
望進一步制度化（institutionalization）（Furedi, 2006）。政府和非政府單位作為
兩極力量，同樣都在尋求社會上的制度化（institutionalization），無論機構或個
人都同樣尋求更恰當的制度指引及管治，政府向公眾個人發出指引及立法，從
而保護機構的利益，免受指控或損失（Douglas and Wildavsky, 1983）；個人亦期
望機構在問題上提供指引及管治，從而減低風險，有更好的生活。綜觀而言，
八三一方案、公屋鉛水污染、港大遴選副校長等事件，傳媒或多或少都公告了
誰是受害人，而解決問題的方法離不開一套更民主的政治方案、一套更精密的
工程監察制度、一個更自主的大學管治架構，這些都反映出制度化在風險社會
中的重要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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